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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中世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之日起，大学存在的哲学一直是围绕“高深学问”建构的，课程目标也围绕“高深学问”展开。这种历史逻辑依赖于四个条件，即大学是高深学问的领地、大学学习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大学实现充分的学术自治、教授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并快速迈向普及化、信息高速公路进入普通家庭、学习型社会逐步形成，“高深学问”作为大学存在的哲学和课程目标，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支撑条件：垄断身份消解、合法地位转移、主体需求丧失、制度环境恶化、机构功能分离，这些变化决定了当代大学教育哲学应由“高深学问”转向“个人知识”。作为大众化条件下大学课程目标的“个人知识”，包括专业知识的个性化建构、具体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行动中的独特思路和方法、对知识价值与自我需要的意知以及理智信念与情感寄托等。基于“个人知识”的大学课程目标包括学术体验、专业建构、意会能力和理智激情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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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Curriculum：It i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to Develop Students' Pers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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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emergence of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the existence philosophy of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around of “profound knowledge” to construct, and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 has also been around of “profound knowledge” to develop. This historical logic dependent on four conditions, namely the university is of profound knowledge domain, college is the privilege of the elite, university achieve full academic autonomy, professor enjoy full academic freedom. But with higher education entered popular era and fast towards universal,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into ordinary families, and gradually formed a learning society, profound knowledge as the existence philosophy of university and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 lost almost all of the supporting conditions: monopoly identity digestion, legal status transfer, main requirements los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system function, these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education philosophy was decided by “of profound knowledge” to “personal knowledge”. As a  university curriculum goal “personal knowledge” in popular conditions, includ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individuation, th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in various situation, unique ideas and methods in the act, awareness of the value of the knowledge and self need, and the rational belief and emotions.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personal knowledge" include four dimensions ,they are academic experience, professional ability , ability to sense and ration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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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砥砺中，当代大学已经成为社会上一个体系庞大、肩负大量公共服务任务的重要机构。作为公共服务产品，政府对大学的投入，主要是为了服务社会的公共目的，而不是为了学校自治、学术自由、独立探索等理想的大学理念。这种政策设计导致大学传统理想的式微，并使大学教育进入社会生活的舆论中心。在招致自身怀旧者批判的同时，大学也因公共服务质量的不尽人意而倍受各方指责。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在列举了那些批判文章后指出：“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指向了顶尖的研究性大学，而非所有的本科院校……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批判言辞之中，有几个共同的话题被反复提及，还引起了读者的共鸣。”[1]这些“共同的话题”包括“本科课程体系缺乏统一的目的”、“本科教育的质量已经开始贬值”、“大学开始逐渐变为提供就业帮助的训练营”、“教师无暇关注学生”等等。“顶尖研究性大学”之所以倍受批判，源于这些大学丧失了其所代表的理想大学形象。面对人们关注的“共同话题”，我们需要在理性上进一步追问：本科课程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无统一的目的？顶尖大学本科教育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无统一的质量标准？在当代大学悄悄溜出纽曼设计的“庄园”之后，走向了村镇、工厂、兵营，迷失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又怎能找到回家的路呢？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把现代大学描述为“在废墟上栖居”，他认为：“我们必须把大学看作一个废墟化了的机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历史根据。” [2]诚然，面对大学失去历史根据时，我们不应是“悲伤哀悼”，而应看到大学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建立属于这个时代的大学教育哲学。就大学课程来说，需要正视大学的时代变迁，根据学生发展需要和社会期许，重建课程理念、目标与结构体系。重建的背后是审视“高深学问”作为大学功能与大学课程目标的合理性。这里所讲大学主要指大学本科教育，所说大学课程专指普通大学本科课程。

变化中的大学和大学课程

最早的大学是行会的概念。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大学同时由“studium”和“universitas”表示。“studium”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universitas”表示行会组织，它保证高等教育的自治并行使其功能。在高等教育机构的生活中，行会组织为基础和首要的现实。行会组织并不一定按照高等教育机构的不同活动划分成组，但却控制其全部。在巴黎，教师和学生组成大学，但所有原创行为属于教师，学生只是大学的“随从”。在波伦亚则相反，是学生组建了大学，博士则被排斥在外。这不仅意味着学生自己保证着大学的运行，还体现着学生招聘教授，并对教授教学的价值与合法性进行经常性监控，甚至控制教授的私人生活。大学课程基本由文献构成，因为文献在每门学科都是“权威”，阅读文献是教学和知识的基础。基础书籍的阅读，加之古典与新派最具权威的有助于理解的评注。教学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授课与辩论是主导教学的两项基本活动。在实施教学的同时，大学通过授予学位保证其持有者的能力，同时对教学加以认可。大学属于教会的机构，教皇期待大学不仅为教会提供合格的神学家和法学家人才，还要求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在基督教的普遍生活中发挥某种作用。[3]
从中世纪末到现代历史的开端，历经150年，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尽管这一时期传统大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但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和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传统大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了大学世俗化的进程，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大学最终成为世俗政权的工具，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二是新的人文学科如修辞学、诗歌、历史等被正式纳入大学课程，冲击了中世纪大学占垄断地位的经院主义课程；三是开启了学术自由的风气，正是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宗教派别间的论争与迫害，激发了学术自由的意识，萌生出学术自由的种子，最终在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德国形成气候。

在17-18世纪欧洲大学衰败阴影中创建的柏林大学，动摇了西方大学教育体制，标志着新大学时代的来临，用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话说：“柏林大学的兴建，使旧瓶装入了新酒，旧瓶也因此破裂。古老的学府如此彻底地按照一种理念进行重塑，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4]具体来说，柏林大学确立了大学的科研功能，从而与先前的学术传统决裂。这种大学功能的定位，与负责柏林大学创建的洪堡有密切关系，“洪堡从理想主义和新人文主义思想出发，认为将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分离和强调专业和实用性教育，不利于人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 [5]他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在组织制度方面新建的柏林大学与传统大学并无区别。大学由传统的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组成；教师分正教授、编外教授和私人讲师；教授由政府所聘，有义务开设其专业的课程，私人讲师经大学允许可以开设课程；各学院正教授负责讨论决定本院内部事务，院长从他们中间自行选出；全体正教授组成评议会，共同就全校性事务作出决策。[6]柏林大学的独到之处在于研究任务成为教授的正式职责。正如鲍尔生所说：“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把致力于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更恰当地说，该校认为在科研方面有卓著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 [7]基于这种理解，柏林大学的课程就是重高深的科学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科学研究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包括选科、选择教师和转学的自由。为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采用了讲座的方法，重视习明纳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教授指导下，组成小组研究高深的科研课题，使之成为“科学研究的苗圃”。

进入20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重心转向美国，正是“威斯康辛思想”的光芒，赋予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创建于1848年有威斯康辛大学，在获得依据《莫里尔法案》所分配的赠地基金后，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南北战争后，旨在社会改革的“进步主义运动”在美国开始得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州立大学与州的联系。威斯康辛校长亚当斯（Charles k. Adams）1896年在《大学与州》一文中指出：“大学不是与州分离的。它是州的一部分，正如议会大厦是州的一个部分、脑和手是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8]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威斯康辛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到了19世纪末，威斯康辛的农业开始从小麦种植向乳制品业转变，其结果是农村经济更加繁荣。在这种经济中，更有效的商业管理和专业技术知识是一种必要条件，为此，威斯康辛大学开始实施有关农业方面的短期课程计划，并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促进了该州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与此同时，大学的研究也开始关注农业生产，如脂肪测试方法的开发为该州的乳品加工者挽回了成千上万美元的损失，大学的实验室测试土壤推动了威斯康辛土地的改良，等等。为此，威斯康辛大学被称为民众生活中的“咨询工程师”。同时，威斯康辛大学积极发展大学推广教育，成立了大学推广教育部，具体承担函授、学术讲座、公共讨论、提供一般信息和福利等服务项目。这些做法，使整个威斯康辛州成了大学的校园。州政府与大学也形成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州政府的一些立法议案曾得到大学专家们的反复研讨和咨询。据统计，1910年，威斯康辛大学有35位教授兼任州的一些部门职务。对此，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评价道：“在威斯康辛州，地处麦迪逊中心大道两端的大学和州议会并肩协力为大众的意愿服务。大学的纯理论研究被用于确定政治目标，并被用于指明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在此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而现在它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9]
至此，大学从中世纪诞生起，历经近8个世纪，终于建构起包括教学、科研、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大学功能，实现从传统大学到现代大学的跃迁。在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大学不断强化这些功能，在实现自身教育理想的同时，强化现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教育质量稳步提升的同时，教育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许多国家陆续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每一历史阶段一样，在面临变革与突破的时候，大学自身便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如德里克•博克所概括的那些“共同话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在过去十年中，继美国之后，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相继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大踏步向普及化高等教育时代迈进。我国于2002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马丁•特罗指出，精英型高等教育首先关注的是培养统治阶层的能力和人格，使学生为在国家和学术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在大众型高等教育中，学校仍然是为了培养精英，但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精英，包括所有经济和技术组织中的领导阶层，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思路也从塑造人格转向传授更为具体的技能。而普及型高等教育则第一次开始关心为大多数人在发达工业化社会中的生活做准备。它的首要目的不再是为了培养精英，而是为全体公民。它关注的焦点是尽可能地提高人们的适应能力，去适应一个以迅速的社会和技术变革为特点的社会。[10]可见，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树立新的高等教育观，需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技能、适应生活的能力，这对大学课程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学习型社会逐步形成。“学习型社会是一个能支持个人终身学习的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处在今天逐渐复杂纷乱的世界，每个人以及所有的社会，都必须能够持续发展与使用各种不同的知识架构、价值体系、智力结构和技能。对于终身学习需要透过较为广泛的观点，赋予新的意义。学习不再只是一种仪式，也不仅是关联于职业需要而已。”（UNESCO，1999）[11]在学习型社会中，终身学习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直接冲击着学校一次性教育的观念，需要高等教育学校在人的一生发展的过程中规划学生的在校学习，其关键在于从学科或专业中心转向学生个体发展中心。早在1991年，美国劳工部就对终身学习的知识与技能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收集、分析和组织信息；交流思想和信息；计划和组织资源；理解和设计系统；解决问题；使用技术；运用数学概念和技术；与他人共事。[12]目前的高等教育课程常常只限于特定领域的知识技能，从终身学习的需要出发，坎迪等呼吁大学课程改革要以终身学习知识技能作为核心，其次一级是通用性知识技能，最后表面层为各学科内容和情景性知识。[13]终身学习的社会现实使传统高等教育课程面临巨大挑战。

三是数学化生存方式。由于信息技术的推动，网络已经不仅是一张连接学习资源的平台，它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组织的基本框架了。信息、知识和学习机会现在是通过强大的网络来传送给成千上万的人们的。那些从前只能是特权的极少数人才能获得的知识、学问及文化资源，现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迅速地传送给任何人。正如杜德斯达所指出的那样：“网络学习结构最适合提供随时随地的教育服务——也就是说，提供‘及时式’的教育而不是‘以防万一’的教育。应当承认，这也许不是与普通教育相关的一般学科的适当框架，但它完全有可能支配专业教育和与工作有关的学习。……在这样的统一体中，学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小，而一个人学到了什么变得更有意义。……学习者、教师和研究者之间的区别会变得模糊。” [14]由此观之，那种基于教材的课堂讲授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因为知识的获得已经远远抛弃了讲授这一古老的途径，高等教育必须以新的课程形态确立自身的社会地位。

“高深学问”作为课程目标的当代反思

根据《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解释，“大学”是教师和学生聚集在一起探讨高深学问的地方。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描述的那样：“九个世纪以来，校园的小桥下川流不息，多少小桥或因年久失修而崩塌，或因质量问题而被拆除，同时，新的、更好的小桥不断出现。然而，不论流水和小桥发生什么变化，教师和学生一如既往地聚集一起，共同追求高深学问。很显然，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一切理应如此。他们相信，无论是一般的‘学问’，或者专门的‘高深学问’，或者所有值提学习的知识，都存在某些共同之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聚集在某个或一群建筑中，在相同的权威下，遵循相似的规则和制度一起追求学问。” [15]正是这种历史的存在，使“高深学问”成为大学存在的哲学。在布鲁贝尔看来：“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在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 [16]怀海特赋予“高深学问”更加明确的教育意义：“大学之所以存在不在于传授学生知识，也不在于其提供给教师研究机会，而在于其在‘富于想象’地探讨学问中把年轻人和老一辈人联合起来，由积极的想象所产生的激动气氛转化为知识。在这种气氛中，一件事实就不再是一件事实，而被赋予了不可言状的潜力。” [17]针对杜威“知识是行动的必然结果”的观点，布鲁贝克认为获取“高深学问”有多种路径：“实际上，在学问的圣殿里有许多厅堂。在有的厅堂里，学者是通过在隔音的实验室里拨控制盘来验证真理的。在另一些厅堂里，他们是通过在喧闹的城市、福利中心、诊所、法院等地方参与工作来积极验证真理的。在还有一些厅堂里，一些孤军奋战的思想家是在静寂的图书馆里通过钻研古纸堆来验证他们的思想的。” [18]所以，学者不能指责行动者的不完善，行动者也不能指责学者生活在象牙塔里。

“高深学问”作为大学的教育特征，最终落实为大学课程目标。多少世纪以来，大学课程一直是围绕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而设计与实施的。“高深学问”能够成为大学存在的理由，并作为大学课程开发的目标，依赖于四个条件。

其一，大学是高深学问的领地。韦尔热在探讨中世纪大学时指出：“几乎13世纪的大思想家都是大学学者，如果不能将他们的著作重新置于其诞生的学校环境，就不能理解其结构本身。确实，他们的思想或早或晚通过所有教师的教学得以完成，但可能是以一种与我们研究的已经完成的著作不同的方式。” [19]美国学者希尔斯（Edward Shils）对1865年以来美国的学术秩序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研究，认为“南北战争结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段时间里，……作为学术重镇的大学，在知识的发现与传播上取得了支配地位。……新型的学者和科学家，基本上以供职于某所学院或大学来维持生计。” [20] “在业余研究淡出的过程中，业余研究的同类机构，即地方的科学与学术机构，也走向衰退。与大学，尤其是作为更大的、跨地域的学术团体的最基本机构的大学的研究所和实验室所提供的交流与研究机会的贡献比起来，它们所贡献于社会的太微不足道。” [21] “20世纪初期开始出现、并同样采用专业化原则的独立研究机构，也没有能够与大学形成有力的竞争，即使在它们做出重要工作的自身领域也是如此。它们的成就不足以使它们能够与大学抗衡。它们依赖于大学，是对大学的补充。” [22]美国如此，其它地方也是这样。可以说，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大学既是高深学问的占有者，也是各种学术研究的权威机构。人们只有进入大学，才有机会接触到知名的专家和学者 ，才能领略到高深学问的真谛。因此许多教育工作者把19-20世纪的大学称为“象牙塔”，“它摆脱了外界的束缚，放弃暂时利益，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的场所。”[23]
其二，大学学习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弗莱克斯纳对大学专业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明确了基于“高深学问”目标的大学课程开发要求。他认为，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中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不属于大学，普及教育也不属于大学。“我们怎样区别属于大学的专业和不属于大学的职业？标准不难明确。从历史上看，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学问的专业是不存在的。不含学问的专业——这一说法自相矛盾——只能是各种职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是理智的。” [24] “一种专业是一种等级、一种地位，虽然事实上它并非完全没有自私的目的，但至少在理想上它献身于实现比较普遍、比较崇高的目标，而不是满足个人的野心。” [25]弗莱克斯纳在指明大学专业标准的同时，也在说明大学不是“普及教育”，是面向少数能追求科学与研究的人的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奇路普（Machlup F. ）对有些大学是否在提供高等教育表示怀疑，“他认为，教育只有建立在中学知识基础之上并且除了少数大才之外它无法在早期教育阶段获得时才是‘高等’的。严格地说，麦奇路普把高等教育解释为学者、科学家和其专业是以继续研究为基础的专业人员的教育。学习这种课程必须有六种品质：智力、创造力、好奇心、抱负、勤奋和坚韧。” [2]据此，布鲁贝克指出：“或许只有10%-15%大学年龄组的人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27]许多大众化条件下学生不能适应传统课程学习的研究，也从反面说明，基于“高深学问”的大学学习只能是少数精英的特权。

其三，大学学术自治。最早的大学本身具有行会的内涵，所以自治成为高深学问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它的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guild）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28]布鲁贝克指出：“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他们应该是一个自治团体。”[29]但事实上，由于大学办学的复杂性和学术行会管理的局限，大学学术自治一直是有限度的，侵犯学术自治的现象经常出现，不过这种侵犯并不是限制大学的理智自由。总体来说，大学在学术上的自治权受到广泛的社会尊重，并得到一定的法律支持。

其四，学者的学术自由。与大学学术自治密切相关，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忠实于高深学问看来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学术自由。”[30] “学术自由是这样一种情形，学者个人可以在其中活动而不致带来可能损害他们的地位、他们作为终身任用的学术机构身份，或者他们的公民身份的后果。学术自由是这样一种情形，学者们在其中可以选择在教学中坚持什么、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以及在他们的著作中坚持什么。学术自由是这样一种情形，学者个人在其中可以选择学术活动的特定路径或立场。学术自由形成于这样一种情形，其中任何权威——无论是全系同事的一致看法、系主任、院长、校长甚至学校董事会的观点、校外任何权威的判断、无论是公务人员还是政治家、牧师还是主教、政策评论家还是军方人士——都不能阻止学者根据他的学术兴趣和能力提出的学术追求。学术自由是学者个人在特定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以及在全国性社团内部和社团之间思考和行动的自由。”[31]希尔斯认为，学术自由的条件是教会与社会分离，宗教与学问分离。从宗教改革开始，大学自治的传统和追求真理的传统开始建立起来。“在过去四十年里，学术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相对比较牢固的地位，应该归功于广泛传播的自由主义或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或多元主义在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加强和福利政策非常广泛地扩展的背景下生存了下来。”[32]正是自由的学术环境，大学追求高深学问得到尊重，基于高深学问的大学功能得以实现。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强化，激发了政府举办大学的热情，大学规模迅速扩张。公立大学与政府在实现联姻之后，退化为政府的婢女，除了少数传统的私立大学之外，多数大学机构逐步走向官僚化。一些新办的民办或私立大学，更多地充当了市场或社会的服务机构。大学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加上信息社会到来、学习型社会进程加快，“高深学问”作为大学哲学和课程目标，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支撑条件。

一是垄断身份的消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学是高深学问的占有者、是最新知识的生产者、是学术权威机构，对高深学问具有无可辩驳的垄断地位。正是这种地位使“高深学问”成为大学最本质的文化特征。对高深学问的垄断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大学是科学家、学者的聚集地，其二大学是传播高深学问的主要场所。这两个条件现在已不存在了。首先，各种研究机构与大学并立成为科学家的新的聚集地；其次，信息网络成为各种知识最快捷的传播平台。对此，鲍曼进行了透彻的评述：“制度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发现，曾经天经地义的对专业技能与能力标准的决定权，如今正迅速从他们手中丧失，这是对大学位和威望的沉重打击。如今每个人——学生、教师及教师的导师等——都拥有连接互联网的个人电脑，而最新的科学思想经过适当修改，都可以成为便捷而生动的课程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可以在任何一个电玩游戏商店里获得。同时，学者们需要更多依赖金钱而不是靠攻读学位的方式，去掌握最新前沿和尖端的学术成果。如此情形下，有谁能够声称，只有大学教师才可以自诩掌握传道解惑、指点迷津的权力呢？……教师权威曾经是如此依赖于对知识资源的集体垄断，在所有通向这些知识资源的道路上，教师具有无可争辩的掌控权。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学术权威对‘学习的逻辑’——不同知识片断可以或者需要按照怎样的时间顺序进行学习和消化——具有独断权力。现在这些曾经独享的特权开始旁落，……如果学术界仍然认为大学是‘追求高深学问’唯一和当仁不让的领地，那么除非是固执己见的人，否则任何人听起来都觉得苍白无力。”[33]这里鲍曼强调由于数字化生存方式，大学教师不仅失去了对高深学问的集体垄断权，也失去了关于高深学问课程的开发权，人们具有了开放的学习与研究高深学问的时间和空间。

二是合法地位的转移。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国高等教育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开始向更高层次教育发展，包括硕士和博士在内的研究生教育获得快速发展。以我国为例，从1999年到2005年，研究生教育规模从19.9万人增加到97.9万人，约是原来的4.92倍，年递增率25.58%，基本达到1991年我国普通本科在校生规模。[34]在发达国家这种变化要早一些。这种高等教育结构中，对高深学问研究开始上移，本科教育作为第一学位教育更多地强调教学而不是科研。如德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第一级学位专业，只有很少学生，不到10%和一位教授建立亲密的关系，通过参加实验室或研讨班，仿效理想化的模式，很少有学生寻求科研训练和学科知识。“在德国大学，一般学生并不参与科研。”[35]克拉克认为，在大众化条件下，大学对质量和费用增加的关切，“集中注意第一级学位学生的招生、保持和成绩时，科研活动典型性地或者被忽略，或者被消极地认为使教学和学习分心。教学被看作教学人员的中心活动。”[36]这种与科研分离的学习意味着本科教育已经游离“高深学问”的传统目标，这种传统目标历史性地落到了研究生阶段教育上。

三是主体需求的丧失。布鲁贝克认为，“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认识论的，其二是政治论的。“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他们力求了解他们生存的世界，就像做一件好奇的事情一样。”强调政治论的人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企业、农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等问题，现在则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是高等学府。”[37]这种基于学习者主体需求的哲学基础，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那种把追求高深学问作为“闲逸的好奇”是贵族式生活中的精英行为，远离大众的生活形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条件下，这种目标既是遥不可及，也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至于追求高深学问以达成“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信息化社会、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因为在大学中追求的所谓“学问”远远落后于社会变革的步伐，不能适应毕业后的生活需要。正如斯科特（Peter Scott）所说：“在新的大众化阶段，大学不能保证学生获得‘特权’知识，因为这样的知识已不复存在；同样，大学也不能保证把学生培养成适应不同专业分工的‘专家’，因为认识论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劳动力市场的重新整合，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劳动分工格局。”[37]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当代绝大多数本科学生来讲，有关高深学问的需求已经基本丧失。

四是制度环境的变迁。高深学问赖以生存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环境，在当代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82年初，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校长发布了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人的名单”，里面列出了35位教员的名字，作为解雇的候选人。处境危险的教授们之所以上了名单，是因为他们的教学服务领域面临着“资金的缺乏或者工作的缺乏”。教学服务领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机制，它允许校长单独考虑每一个教员。把教学服务领域用作削减费用的单位，管理部门也就能够清除出掉在系里扮演批评家角色的资深成员，而保留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资历浅的教授。[38]这是一个案例，反映了最具自由制度的美国的当代学术环境：教授的学术权利受到严重干扰、许多学科或专业受到市场或投资者的干扰、学校管理政治化。美国如此，其他国家的学术环境更加恶化。另一方面，教授的学术工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问责，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确信无须对学术工作进行任何严格的监督，学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都是令人满意的。现在问责日益成为学术生活语词的一部分。因为扩张的缘故，高等教育所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政府和私人投资者要求高等教育履行更大的责任。一种问责文化已经出现，并且开始影响学术职业。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高校普遍开展了学术工作评价，包括对教学、科研、服务和管理等全部学术工作范围的情况的评估。”[39]这种学术问责的结果，是学校的学术自治失去基础、教授的学术自由走向没落。

五是机构功能的分离。“高深学问”的大学课程目标建基于科研与教学的一体化。这里的科研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自从柏林大学赋予大学科研的使命，大学就一直努力做到通过科研传播、推进和保存知识，实现科研与教学功能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学科进行整合的。17-18世纪是科学发端的时代，科学科目有限、科学研究没有分化、研究工具较为简单，加上师生比例高，在大学中科研与教学能够较为容易地结合。然而19-20世纪科学技术获得突飞猛进地发展，“加速进行的不只是科学发现。随着比以往更多的科学家进行科研，并对更强大和精巧的科学设备进行探索，他们取得很多惊人的成果，足以震撼仅仅几代之前最具想象力的人的智慧。这样多的成就自然提供了庞大和详细的新证据，导致对于自然界某些复杂和具体化的新观念的出现。……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使所有领域的数据采集和处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40]荣尼克尔（Christa Jungnickel）和麦考马克（Russell McCormmach）在他们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有关物理学发展的不朽著作中指出，一门大学学科目前需要三样东西：公认的科学家进行的科研、通过卷入科研对学生进行科研训练和一套综合的学习课程。对此，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认为：“在大学中，教师的科研又走在前面，学生的科研有点强调，但是，越来越受到教师的精力和资源转到‘大众化课程’的限制。重要的是，‘一套综合的学习课程’这个因素供应不足。……用简单的话说，是高深的研究，贫乏的课程。在科研、教学和学习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性大学’的基本弱点是它把学习的成分处于比较无组织的状态。”[41]正是课程学科综合性的缺失，导致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失对知识整体性的洞见。当代科研由于自身的分化和艰深，无法与大学课程教学一体化，使高深学问失去应有的功能基础。
个人知识——大众化条件下大学课程的目标选择

既然“高深学问”难以成为当代大学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那么当代大学存在的依据在哪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这需要重建大学课程目标并确立新的高等教育哲学。实际上，每次大学教育功能的拓展都是通过课程目标重建实现的，近9个世纪以来，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迈进的过程中，围绕“高深学问”从“教学”、“科研”到“服务”，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逻辑主要体现在对教育要素的关注点上。中世纪大学关注点是“知识”，强调知识本身就是目标，大学教育追求知识的推广与创新；以柏林大学为代表，赋予近代大学以研究职责，关注点是知识生产的主体即“教授”，学生是在参与教授主导的课题研究中获得科研训练，在与教授的研讨中获得学问的提升；以威斯康辛大学为代表，增加了现代大学服务职责，关注点转向知识运用的场所即“社会”，强化了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使大学成为公共机构。从中不难看出，尽管大学因学生学习而存在，但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围绕“知识”这一中心而发展，兼顾到教师、社会等要素，唯独忽略了大学的真正主人——学生的变化。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迫使我们把大学变革的目光集中于学生，当我们守着过时的基于“高深学问”的课程，不断地指责学生不能适应大学教育时，不得不进一步思考怎样使大学课程适应于变化了的学生。当代大学生，终于从边缘进入高等教育的中心。

许多大学教育工作者从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出发，在实践中着力构建大学教育和课程开发目标。罗德斯（Frank H. T. Rhodes）从探讨有教养的人的素质结构出发，根据社会、企业对人的素质要求，提出了本科教育较为明确的培养目标：“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他人，有倾听、阅读、观察和分析理解的能力，可以清楚准确地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意见；自信和好奇心，并且有能力保持自信和满足好奇心；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构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理解人类经历和表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对于某一特定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热情，包括知道该领域的假设、实质性内容、思维模式和种种关系；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包括对他人的尊重和与其他人友好相处的能力；具有自我约束、个人价值观和道德信仰的方向感。”[42]罗德斯认为，这些品质的实现并非只是对通识教育的回归，同样可以通过专业化的课程来实现。博克认为大学本科作为学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应养成一些极为重要的素质，为此本科教育应着力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批判思维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公民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全球化素养、广泛的兴趣、为就业做准备等。[43]很明显，与高深学问相比，博克更关注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关注学生终身发展能力的培养。杜德斯达说得更明白：“在一个需求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本科生教育的一个目标必定是要使学生们要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有句老话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不是为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准备，而是要为他们最后一份工作做准备。”[44]基于同样的思路，库恩（Kuh, George D.）提出：“本科教育的核心功能之一是，使学生了解挑战我们熟知的观念和行为的新思想和经验，为他们成为有能力的具有公民责任感的社会成员打下坚实的基础。获得学士学位意味着为个人终生的工作做好了实质性的准备。然而，今天的大学学位和毕业后工作之间的功能性联系比上个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模糊。很少有专业能够使学生直接进入传统职业。”[45]那么从适应未来生活需要出发，大学必须改变传统的专业教育目标，实现大学自身的转型。
史密斯（Anthony Smith）等人认为，当代大学转型代表了知识转型，就是从所谓“知识模式1”向“知识模式2”转变。[46]吉本斯（Gibbons, M.）等人认为，传统的学科结构构成的知识是“知识模式1”，而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的知识则为“知识模式2”。在“知识模式1”中，问题是在由特定学术兴趣团体控制的环境下确立和解决的，相反在“知识模式2”中，知识的目的在于应用；就知识特征来说，“知识模式1”表现出同质性，“知识模式2”表现出异质性；从组织角度看，“知识模式1”是分层的，知识形态保持稳定，而“知识模式2”则纷杂而短暂。与“知识模式1”相比，“知识模式2”有肩负更多社会责任、更具自反性（reflexive）的特点。[47]“知识模式2”的特点主要有：知识是应用的环境中被生产的；以跨学科为原则；以学科交叉和组织多样性为特点；更加强调社会问责制；基于较广泛基础的质量控制体系。吉本斯认为，在“知识模式2”中，任何共识都受限于实际应用，并随实际要求的变化而变化。解决问题的潜在因素之一是：将不同技能综合在一个有组织的行为框架中，但是，这种共识的形式也许是暂时的，这取决于这种共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要求。[48]史密斯指出，“知识模式2”非等级、多元、跨学科、变化迅速，对多样化需求具有社会敏感性。“由于没有可识别的统一性，也不可能取得目标和工作方法上的一致，多元知识体系的建立宣告了大学共同目标的终结。”[49]可以看出，所谓“知识模式1”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深学问”。“知识模式2”的提出，意在强调知识的情境性、个人性，强调学生主体对专业知识的自主建构，强调专业知识从注重“是什么”转向注重“怎么做”，突出了“缄默知识”在大学教育中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可以借用“个人知识”这一概念来概括“知识模式2”。

 “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一词，出自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一书的书名。所谓 “个人知识”并不是一种相对“科学知识”的另类知识形式，而是对科学知识性质的一种表述，主张知识是个人性与客观性的结合，知识的典型特征是个人性、意会性和信念性，强调个人的情感、意志、直觉或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是一种无法用概念和语言表述的、不能言传、且不能论证的知识，并把它们设定为人乃至世界的本质。波兰尼主要从“知识具有个人性，是一种要求技能的行为，是一种艺术”、“知识具有意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是具有个人性的” 、“知识是一种信念，是一种寄托”三个方面表达其“个人知识”的认识论框架。[50]波兰尼把个人知识分为“言传知识”与“意会知识”两类，他说：“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像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来表达的东西，只是一种知识；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例如我们对正在做的某事所具有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称第一种知识为言传知识，第二种为意会知识，就可以说，我们总是意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言传知识是正确的。”[51]这里波兰尼强调因不能言说而为个体所独占的知识部分即意会知识，这种知识是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的根本，它让主体能够判断其所掌握的言传知识是否正确，波兰尼把“意会知识”作为人类认识的本质。波兰尼强调，个人知识不是主观知识，强调科学研究中个体性介入的重要性，不是要将科学知识主观化。他从“个体知识具有普遍的意图”、“个体知识受责任心和必然性的支配”、“个体知识指涉了外部的实在”三个层面揭示了个体知识与主观经验的区分。[52]这种区分旨在说明，个体知识的要旨在于，尽管每人相信为真的东西是有差异的，但真理只有一个。

对“个人知识”给予关注的还有新自由主义旗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哈耶克在分析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时指出：“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53]这种个人所掌握的分散知识即“分立的个人知识”，具体指个人所具有而不为他人所知的那些对一瞬即逝之情势的专门了解的特殊知识。[54] 在哈耶克看来，个人知识是与理论知识相对一种知识，他的划分让人看到了知识并不是同质的。这种“个人知识”有两个特点。其一，它具有“分散性”或“分立性”。哈耶克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整合了的社会知识，也不存在那种把全部知识都化约成“科学知识”的知识，所存在的只是无法加以组织的为无数个人所特有的分立的知识：尽管“今天，谁要是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概括，简直就是异端邪说。但是稍加思索就会知道，当然还存在许多工作经验甚至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有可能极具助益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但是只有当立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是由每个个人做出的或者是以由分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信息才能够得到运用。”[55]其二，它是一种“可以发现”和“可以阐明”的知识。在哈耶克那里，这种知识主要是一种独立于“知道者”且常常隐含于各种形式制度之中或为其他行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所以行动者本人未必一开始就拥有这种知识，但是他们却能够经由学习等手段而掌握这类知识；而这也意味着，行动者对这类知识的把握和传播，实是以一种“知”或“有意识”的方式达致的，因为行动者知道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所知道的东西并且能够阐明它们。[56]从这个意义上讲，哈耶克所宣称的关于“特定时空下的情势的知识”只是一种吉尔伯特•赖特意义上的“知道那个（know that）”知识，而非他所指出的那种“知道如何（know how）”知识。
综合波兰尼和哈耶克的观点，作为大众化条件下大学课程目标的“个人知识”有以下几层含义。其一，学生对专业知识的个性化建构。“个人知识”是个性化知识，是基于个人经验、主观理解、主体内化的知识。传统意义上的任何高深学问，都不可能原样地复制到学生头脑中，学生实际掌握的知识一定是自我建构的结果。专业性是大学所传播知识的根本特征，专业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生活经历、原有知识结构以及现实理智需求建立联结，对学生来说才有价值和意义，否则只能是外在于学生的东西，不能被学生所理解。大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是主体的个性化建构。其二，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个人知识”是情境性知识，有时表现为特定情势下的个人敏感性，这种敏感包括即时的决策、下意识的方法选择、跨学科思维等。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大学学习高层次的主要表现，这种能力高低取决于情境知识的多寡，也可以说这种能力就是情境性知识。情境性知识有时是个人独占而不为他人所有的，是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生成和积累的。其三，学生具体行动中所采取的独特思路与方法。“个人知识”是实践性知识，体现了个人独特的实践方式。学生对“怎么做”的知识的掌握是大学课程的重要任务，也是学生最迫切的需要，这类知识的学习必须与具体行动相结合，每个人对行动意义的理解不同、在行动中具体行为方式有差异，决定了“怎么做”的知识具有鲜明的个体性，表现为在行动中行动者都有独特的思路与方法。其四，学生对知识价值与自我需要的意知。“个人知识”是自我认知的知识，具有元知识的意义。大学生学习不仅掌握知识，更重要的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对知识之于自我的价值判断、自我学习需要的意知、自我学习目标的确定、自我学习计划的安排、自我学习过程的调控等，都要求个体意会地知道自我当下的知识状况和未来的认识取向。其五，学生的理智信念与情感寄托。“个人知识”是信念寄居的知识，具有个人的情感关照。学生学习和研究知识的过程本质上都是有求知满足感或说明别人的愿望和个人责任这样的感情相伴随的。在进行科学验证的过程中,“大自然的事物并没有贴着‘证据’的标签,它们之所以成为证据,只不过是为我们这些观察者所接受罢了。甚至在最精密的科学里情况也是这样。”[57]信念是知识的唯一源泉,在知识的探求过程中,必须将信念内居于具体知识求证之中，这样知识才能实现内化，并成为学生个人的东西。

“个人知识”作为当代大学合理存在的哲学和大学课程开发目标，是由当代大学的性质决定的。其一，大学教育是面向青年大众的教育，“个人知识”恰是成人之学。有关大学教育，我们关注较多的是“高等教育”，这是一种知识本位的理解，从学生本位的理解看，大学教育主要是青年教育。与儿童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应充分体现青年学习者的特点。青年阶段的大学生，与童年相比，他们独立性和自控能力较强，积累一定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活动经验，他们的学习意愿受到各种直接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内驱性而非外部因素强加的。大学生学习希望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儿童学习则是为将来做准备。大学阶段的青年学习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学习就有了质的区别，从主体意义上看，这种区别在于基础教育是发展学生的基本素质，大学教育则在于培养学生独立生活、驾驭社会的综合素质，这种素质就是“个人知识”的发展。“个人知识”生成依赖于主体的独立性、自我控制力和自主发展能力，依赖于主体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较为全面的背景知识并深知生活目标与学习内容的相关性，依赖于主体个性化的理解力和意会力，所以“个人知识”是成人之学，童年阶段个人知识发展是很有限的。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个人知识”是大学教育的适切目标。其二，大学教育是学生进入社会的准备教育，“个人知识”恰以实际运用为取向。学生大学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他们希望大学能够提供为职业生涯做准备的教育，尽管这与大学“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想相悖，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大学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职业教育。大学的职业教育不是单纯的技能教育，更多的是职业意识、创业理念、行动能力等方面的教育，使学生有能力面对择业、市场、劳动协作、人际关系等问题。这就需要发展作为行动者的知识，这正是“个人知识”的价值取向。大学生个人知识的发展意味着应对变化的社会情境的能力、意味着遇到事情知道该怎么做、意味着深知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并能够判断知识运用的有效性。其三，大学教育服务于学生的终身发展，“个人知识”恰好表现为元认知能力。在信息化社会，大学教育也只是学生的一段经历，那种认为四年本科学习的知识可让学生受用一生的想法无疑是幼稚的。大学教育服务学生终身发展的重点在于发展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学生反思学习过程的能力和必要时改变学习过程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保持自己对所思考的问题的理解、协调自己的注意力、组织可以利用的学习资源、对自己学习任务的进展进行适时地回顾。这种学习是一种“有意学习”，学习者对自我学习本身要有意知能力，这种元认知无疑是一种“个人知识”。“个人知识”发展是学生终身发展的基础。其四，大学教育是学生理智分享的场所，“个人知识”恰是同伴分享的丰富内容。库马尔（Krishan Kumar）认为：“在日益家庭化和个化的社会里，大学是少数存留下来能够吸收人们走出私人空间的机构之一——它鼓励人们参与共享的公共空间。”[58]他希望“大学是聪明、有活力和不同年龄的学生随时可以接受教育的地方，一个能与他人一起在口头表达、写作、表演、游戏、想象力和身心各方面都得到共同发展的地方。”[59]在大学这一“公共空间”里，学生从教授和书本中学习的东西，未必有从同伴那里学到的东西多，因为同学间朝夕相处，共同分享着快乐、思想和智慧，而真正能够分享的就是那些“个人知识”，在同伴理智分享中得到发展的也是那些“个人知识”。

围绕发展大学生的“个人知识”，大学课程开发目标具体有四个维度。

一是丰富学术体验。日本学者金子元久认为：“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不同之外在于，学生所学的并不是那些为了便于学习而被系统化了的知识，而是和那些直接与自然、社会、人的状态相对峙的学问打交道的方法。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教育并不是要教授那些已经知道了答案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有必要针对未知的问题，开阔视野，使学生领会探究问题的态度。”[60]达成这种探究取向，必须让学生广泛参与大学的科研活动，让学生在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中获得学术体验，这是大学能够给学生提供的最好的知识。大学课程要明确学生学术体验计划，充分发挥大学的日常生活和师生间密切交往的机会，引导学生主动体验大学的学术生活，促进他们提高探究兴趣、强化合作意识、领略科研魅力。学术体验无疑是学生“个人知识”结构中最具深度的部分，也是一个人接受大学教育最为本质的特征。

二是建构专业知识。塔戈（John Tagg）用“知识工厂”来描述当前的大学教学模式：“学生从知识工厂的流水线经过。学生经过时，每位教师给他们装上一部分知识。然后，他们沿着流水线走到另一个教师那里，那位教师再给他们装上另一部分知识。流水线稳步运转。每位教师一个学期或半个学期给每学生上同样的课，学生就如同规定型号的汽车底盘一样没有差异。”[61]这种寻求统一知识目标“没有差异”的教学，忽视了学生个性化的存在，很难达成专业教育目标。层次化、差异性、个体化是专业知识建构的目标，这种专业教育应超越职业技能的范围，重在给学生一个全面的专业概念，使学生能够在变动不居的职业轮转中处于不败之地。布朗（Phillip Brown）和史凯斯（Richard Scase）通过调查发现，雇主对大学生招聘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合适性”、“能力”、“可接受性”三个方面。“合适性”反映技能、知识、执行能力以及沟通、问题解决和人际交往能力；“能力”主要指先天才能、智力、心智品质以及内部驱动力、斗志、勇于实现目标、做一个影响者而不是追随者等；“可接受性”指一个人的“社会适应”程度，具体指外表、兴趣、人际关系、风格、着装和谈吐等，是一个人通过个人调适，成功掌握组织行事方式所需的条件。[62]对于每一个大学生来说，这些指标都不是同质的，都需要他们进行个性化建构。大学课程就是要围绕这些个性化指标引导学生对专业知识进行个体建构。

三是提升意会能力。意会知识是个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在社会生活中“怎么做”的知识多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意会知识来自于意会认知，其“不可言传”主要表现有三种情况：通过认识所获得的知识无法用言语详尽、准确地表达出来；认识的过程无法用言语明确、具体地表达出来；言语符号构成的解释系统本身的缺陷使表达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因而无法准确地把认识表达出来。造成意会知识的种种不可言传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意会认知是一种身心合一的认识活动，是一种对对象的整体认识活动。身心合一是意会认知的最大特征。在像游泳和骑车这样的技能性活动中,主体的身心合一表现得最为明显。波兰尼用“理解”来总结所有的意会认知：“我们的意会能力是通过重组我们的经验以便对它进行智力控制而取得这些结果的。有一个词能包括所有这些操作，这些操作在于领悟经验，即懂得它的意思，这个包罗了一切的词就是‘理解’。”[63]他指出,理解的功能包括知道我们意图做什么,知道我们所指的意思是什么,或知道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他认为,纯粹的思想意会的过程是理解的过程；而习得一种技能，无论这种技能是肌肉上的或是求知上的，也是获得了一种理解。由此可见,波兰尼的“意会认知”就是主体对认识对象身心合一的整体理解。因此,意会认知既依赖于认识主体的个人理解,又因为无法言传而不能交流,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性和内在性。大学课程必须着力提高学生的意会认知能力，即基于经验领悟的理解力。

四是唤醒理智激情。离开了理智的激情，我们就无从欣赏科学之美，自然也难以把握科学之真。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理智的激情具有如下三种功能：选择功能；启发功能；说服功能。理智的激情的选择功能，是指它只把具有科学兴趣和科学价值的事实、问题、概念及经验的联系等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之中，而将缺乏科学兴趣、科学价值的东西排除在外。理智的激情的启发功能指向科学发现。在选择了具有科学价值的问题之后,理智的激情引导科学家去解决问题,并且支持他们作持久的努力，以完成最终的发现。科学发现就在于跨越存在于问题及其解决之间的逻辑鸿沟，这种跨越逻辑鸿沟的创造性工作，会改变我们的理智人格,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观察和思考世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启发性激情的引导和支持下完成的。在完成科学发现之后,科学家力求使其研究成果为世人所接受。在此过程中，理智的激情具备了一种新的功能，即说服功能。要想让自己的科学发现为人们所接受,科学家必须在论证之外，补充以各种形式的说服工作，以使人们皈依新的科学思想。说服性激情，是所有重要的科学争议的主要动力。引导学生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培养他们研究的习惯，形成理性的生活方式，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这就决定了大学课程必须唤醒学生理智的激情。

基于“个人知识”目标的大学课程开发，重点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开展行动研究。一是把“基本素质培养”与“个人知识生成”作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目标分野，围绕“个人知识生成”这一核心价值思考高等教育的实践特质，建立大学课程开发研究的哲学基础；二是在“青年学习”与“儿童学习”的比较研究中，把握大学生学习文化，结合终身学习的实践诉求，建立以“个人知识”为整合要素的本科课程目标体系；三是基于个人行动的自发秩序原理，探索服务于学生个体发展的课程理念、解放学生学习权利的课程制度、满足学生多样学习需求的课程资源，建构学校课程制度建设、学院课程整体规划的实践模式；四是在传统基于教材的学习与基于行动的实践学习之间，探讨学生行动学习的必要与可能，建立以丰富学生经历为任务、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策略；五是分析教授的研究行为与课程开发行为，探讨教授作为课程开发者的行为特征、专业要求与实践内容，推动教授走向基于课程研究的新专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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